
 

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下的就业
扶贫影响效应研究

谢玉梅 ， 丁凤霞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相对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防治对我国2020年后扶贫时代的扶贫框架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关键指标，更加关注农村人口的未来福利特征。文章以国家级扶贫

改革试验区宿迁为研究对象，探究相对贫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特征及务工对减缓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4 000元、6 000元和8 000元三条贫困线下，脆弱农户占总样本的比重分别为30.70%、43.57%和

52.63%；参与务工显著降低总样本的脆弱性水平，且外出务工比本地务工在减缓贫困脆弱性方面更具有

优越性。因此，扶贫政策应注重政策靶向目标的修正，将目标更多集中于未来贫困农户；进一步落实产

业配套政策，推动就业扶贫，促进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从而实现脱贫可持续性；虽然外出务工更

能减缓未来贫困，但在实践中既要考虑收入维度的益贫效率，也应关注支出型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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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3年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17年底，全国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的

17.27%下降到3.1%①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因此在后扶贫时代，扶贫目标将面临战略转型，即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由贫困治

理向贫困防治转型，贫困防治视角下政策靶向目标也应由建档立卡贫困群体向未来可能陷入

贫困的群体转变，因而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成为稳定脱贫和提高贫困人口福利的共同要求。习近

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中强调，在各项扶贫举措中应落实产业配套和就业安

置，解决劳务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将就业扶贫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进行推进，以期更好地衔接

现阶段的脱贫攻坚与未来的乡村振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部署了就业扶贫的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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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主要包括就地就近就业、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公益性岗位托底

安置、开展职业培训和加强组织保障等措施。

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我国就在东部发达地区分批次设立了6个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探

索产业脱贫和家门口就业工程脱贫路径。笔者所在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创造家门口就业岗位在

减贫益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地区通过劳动力培训、引进企业和创造社区公益性岗位等方式

扩大本地就业，同时通过区域协作等方式组织劳务输出，但现有研究对就业扶贫举措在多大程度

上促进贫困户增收和减少农户未来贫困的可能性，以及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是否产生不同影响仍缺

乏深入研究。由于“绝对贫困——贫困缓冲期——相对贫困”的脱贫进程大致与“西部——中部——

东部”的区域梯度一致，东部相对贫困地区的减贫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2020年后扶贫时代

战略转型提供参考，因此对该地区的贫困形态进行研究能够为区域发展梯度处于低水平的地

区提供未来发展的可鉴经验。基于相对贫困地区贫困特征探究的重要性，以及就业扶贫与贫困

脆弱性关系对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战略部署的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选择江苏宿迁扶贫改革试

验区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研究实现四个基本目标：一是根据贫困发展趋势设定三条贫困线，

研究不同贫困线下相对贫困地区贫困脆弱性的大小，梳理其脆弱性分布特征；二是分析当期贫

困与当期脆弱性（未来贫困）之间的关系，判断目前的贫困识别中的目标偏移程度与目标调整

策略；三是厘清务工收入与减缓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区分务工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的不同效应，分析政策调整的合理方向；四是在目标三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两个就业流向即本

地务工和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差异，并结合二者在实践过程中的优劣给出合理化建议。

二、  贫困脆弱性与就业扶贫逻辑

扶贫对象精准是实施“六个精准”的逻辑起点，也是判断是否“脱真贫”的依据，因而贫困识

别问题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越来越关注不同群体的贫困特征差异且更多地从多

维贫困视角进行贫困识别（郭熙保和周强，2016；史志乐和张琦，2018），而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大

多从静态视角展开，忽视了农户未来的福利特征。随着扶贫理论的发展，贫困防治尤其是贫困

脆弱性（Vulnerability to Poverty）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关注重点（Klasen和Waibel，2014；

Zereyesus等，2017）。

贫困脆弱性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1年正式提出（World Bank，2001）。基于不同研究

视角，学者赋予了贫困脆弱性不同的内涵，代表性的量化定义有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VEP）、风险暴露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VER）和

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VEU）（黄承伟等，2010；蒋丽丽，2017）。

其中常用的预期贫困脆弱性是用来衡量目标个体或群体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前瞻性概念

（Chaudhuri等，2002），即贫困人口识别偏移导致非贫困人口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脱贫人口返

贫及贫困人口继续处于贫困状态等共同构成贫困脆弱性的内涵。

国外学者对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主要的差异体现在研究区域选择、

福利测度指标和主要影响因素选择三方面。区域选择多以加纳、印度、泛撒哈拉地区等贫困程

度较深的区域为代表（Échevin，2013；Azeem等，2016；Zereyesus等，2017），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

的学者将中国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Ward，2016；Xu等，2017）。目前国内针对脆弱性的研究

多使用CHNS等数据库对全国层面或区域层面的脆弱性进行测度（林文和邓明，2014；徐伟等，

2011；万广华等，2014），也有部分文献进行了绝对贫困地区贫困脆弱性分析（杨龙和汪三贵，

2015；李聪，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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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中，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冲击因素，如洪水等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Mahanta

和Das，2017）、与扶贫政策及扶贫措施紧密结合的易地搬迁、政府转移支付、产业扶贫及非农就

业等在减缓贫困脆弱性方面的影响（樊丽明和解垩，2014；李聪，2018；胡伦和陆迁，2018）。学者

大多肯定了非农部门在减贫与减少贫困脆弱性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作用（Zereyesus等，2017）。刘

一伟和刁力（2018）认为，非农就业包括作为被雇佣者工作（务工）和自主创业从事小型商业活

动（自我雇佣）两类，但对于非农就业子分类的减贫作用及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却少有涉

及，对于就业流向分类影响的研究更加缺乏。高若晨和李实（2018）通过DID-PSM的方法论证了

农村劳动力外出有利于留守家庭持久脱贫，但由于样本数据来源于2007年和2009年的全国多

个省份，因此对于当前乃至2020年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可以提供的借鉴作用较

为有限。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深度贫困群体或全国所有农户群体，较少涉及相对贫

困地区的贫困脆弱性研究，对于非农就业子分类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更是欠缺。由

于东部地区可耕地面积较少、缺少稳定脱贫途径等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相对贫困地区农户

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贫困脆弱性。根据中国乃至世界的贫困发展渐进趋势，贫困人口已经或将

进入相对贫困的发展层次，绝对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新型贫困的防治即相对贫困地区农户

的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实际调研中发现就业扶贫在相对贫困地区的

贫困脆弱性减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反映了扶贫与务工在相对贫困地区的现实联系。

作为进行生产与消费决策的经济单元，农户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Chang等，2012）。由于农

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可以分离，农户的效用最大化决策可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在生产过程

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配置消费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文辉星，2016）。

因此理性农户首先将选择最大化自身家庭净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取决于农户所拥有和选择的

收入渠道，而农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可供选择的收入获取来源。相对贫困地区农户可

供选择的收入来源一般包括农业生产与非农工作，其中农业生产中包括种植与养殖两类，非农

工作包括自我雇佣与务工两类，而务工则可根据就业流向区域分为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

对宿迁扶贫改革试验区调查发现，该地区农户具有以下特点：（1）人均耕地少。以调研的宿

迁市管辖的宿豫区、泗阳县和沭阳县样本为例，样本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1.2亩，户均耕地面积

仅为5.529 1亩，其中包含了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盐碱地，且由于种植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单一的种植会导致农户收入有限。（2）基于生态保护原则，宿迁市于2016年颁布了《宿迁市畜禽

养殖禁养划定方案》，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使得农户小型零散养殖覆盖规模受到限制，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农户的小型养殖收入被压缩。（3）农户从事自我雇佣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基本能力欠

缺。由于贫困地区相对闭塞性，贫困多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由此造成农户具有显著的思想局限

性、认知局限性和承受力局限性。其中思想局限性是指其主观脱贫意愿较弱，认知局限性导致

农户对信息的利用率和对市场的洞察力有限，引致其难以确定合适的创业方向。陆汉文和李文

君（2017）通过研究发现，针对贫困人口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存在“有用”但“无效”的结构性困

境。相似困境在实践调研中被普遍证实，农户大多认为技能培训、知识普及等具有启发意义，

但极少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承受力局限是指其抗风险冲击能力弱，不仅包括资产层面的抗风

险冲击能力不足，也包括心理层面的风险规避性。以上局限性决定了农户选择自我雇佣这一收

入渠道极为有限。（4）宿迁交通、物流、政策等相对完善，企业入驻意愿较高。在政策驱动下，宿

迁—义乌的“来料加工经纪人”培养模式、“家门口就业工程”得到较好发展。

根据调研数据，约有65.50%的受访农户家庭至少有一位务工者，户均务工人数为1.29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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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也越来越成为相对贫困地区农户实现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方式。因而在现阶段要素禀赋不变

的前提下，农户将大多数时间分配在务工上也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农户家庭收益最大化。然而，

目前苏北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够充分，因此宿迁的就业工程脱贫实践也提供了一个自然

实验契机，以验证如果提供了就业机会是否会明显减缓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以及本地务工与外

地务工对减缓贫困脆弱性是否具有不同影响。

三、  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

1. 贫困脆弱性。依据贫困脆弱性有针对性地对政策施与对象进行精准识别是公共扶贫政

策实施成败的关键因素（Ward，2016；蒋丽丽，2017），如何准确度量潜在扶贫对象的贫困脆弱性

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贫困脆弱性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Ligon和Schechter

（2003）提出的期望效用的贫困脆弱性，VEU方法强调了对风险因素的考察，对数据时间跨度和

数 据 频 率 要 求 较 高 ； 二 是Dercon和Krishnan（ 2000） 提 出 的 风 险 暴 露 的 脆 弱 性 ； 三 是 以

Chaudhuri等（2002）为代表提出的期望贫困脆弱性，其含义是指农户预期未来收入低于贫困线

的概率。VEP定义下的贫困脆弱性测量允许数据为截面数据，该理论认为家庭贫困脆弱性大小

主要来源于家庭未来福利水平的分布特征，其福利期望与福利波动水平均由家庭特征变量决

定。根据VEP定义，农户h在时间t的贫困脆弱性可由下式表示：
vh,t = prob

(
lnyh,t+1 < P

)
(1)

vh,t lnyh,t+1其中， 是指农户h在当期时间t的贫困脆弱性，其含义是农户下期收入的自然对数 低于

贫困线PL的自然对数P的概率，一般认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特征符合帕累托分布，而对数正态

分布更加适合描述低收入群体状况，因此选择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描述农户收入的因变量。

依据假设，家庭h的收入可以表示为一组家庭特征变量Xh的函数，其中Xh包含是否参与务工

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
lnyh = Xhβ+ eh (2)

VEP理论认为收入的波动项eh来源于冲击，由家庭特征变量决定，遵循下式关系：

e2
h = Xhθ+ε (3)

为减少异方差带来的估计误差，应用Amemiya（1977）的三步最小二乘法（Three-step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对β、θ进行估计。估计步骤如下：

用OLS对式（2）进行估计，将估计的误差项应用于式（3），得到

ê2
h = Xhθ̂OLS + ε̂ (4)

ε̂ Xhθ̂OLS其中 为随机误差项。将式（3）两侧同时除以eh
2
的预测值 ，得到

e2
h

Xhθ̂OLS
=

{
Xh

Xhθ̂OLS

}
θ+

ε

Xhθ̂OLS
(5)

ê2
h,FGLS = Xhθ̂FGLS êh,FGLS

√
Xhθ̂FGLS

再次使用OLS对式（5）进行回归，得到θ的渐进有效估计值θFGLS，该值与家庭特征变量Xh共

同得到eh
2
的估计值 ，将 （即 ）应用到式（2）的转换中，得到

lnyh

êh,FGLS
=

Xh

êh,FGLS
β+

eh

êh,FGLS
(6)

对式（6）进行估计，可以得到β的渐进有效估计值βFGLS，由此农户收入对数的期望与波动可

以表示如下：

Ê (lnyh|Xh) = Xhβ̂FGL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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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nyh|Xh) = Xhθ̂FGLS (8)
Xhβ̂FGLS Xhθ̂FGLS在收入对数期望为 ，收入对数方差为 的情况下，农户h在当期时间t的贫困脆

弱性可表示如下：

vh,t = p̂rob (lnyh < P) =Φ

P−Xhβ̂FGLS√
Xhθ̂FGLS

 (9)

基 于 研 究 目 的 的 不 同 ， 学 者 对 贫 困 脆 弱 性 的 阈 值 选 择 也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大 多 数 学 者 如

Chaudhuri等（2002）和Novignon等（2012）等学者选择了0.5的贫困脆弱性阈值，即农户下期将有

50%的概率陷入贫困状态或继续保持贫困状态，研究同时选择了0.75的高脆弱线作为农户有较

高概率陷入贫困的参与阈值。Günther和Harttgen （2009）采用了更为严苛的0.29作为贫困脆弱性

阈值，其依据是假定未来两期内有任意一期或以上陷入贫困的总概率为0.5，那么单期贫困脆

弱性阈值选择应为0.2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贫困发生率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严格的阈值选择标

准，该观点认为只要高于当地贫困发生率即说明该农户具有高于平均贫困水平的陷入贫困概

率，应该被纳入脆弱性范围。江苏省范围内相对贫困标准下的贫困发生率为全省范围内收入在

后6%左右的低收入人口，因此0.06是一个可供参考的脆弱性阈值。本文将0.1作为初始值，0.9作

为终值，0.1作为步长，进行脆弱线阈值选择，结合0.06、0.29和0.75进行综合考量，分析不同标准

下该地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

2. 贫困线选择。贫困识别也即贫困线的确定，主流观点一般有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

观贫困线、社会剥夺贫困线四种（王荣党和李保春，2017）。主观贫困线是尝试通过对个人进行

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并运用一定的计量手段直接得出贫困线，这种方法目前一般用于发达国家

（Niemietz，2011）。社会排斥是指社会某类群体由于性别、种族等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目前

世界广泛应用的贫困识别仍主要为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C. Booth和

S. Rowntress在英国开展贫困调查以来，对绝对贫困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生计调查的方法

来描述贫困群体特性的研究传统，贫困识别开始超越经验研究阶段。但最初的绝对贫困线都是

基于“生计维持”（subsistence）来测算，这一观点受到Alcock（1993）等人的质疑，新观点认为应将

其他“基本需要”（basic needs）扩充为识别依据，减贫也更应通过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来实

现 。 随 着 国 际 社 会 对 贫 困 问 题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化 ， 李 永 友 和 沈 坤 荣 （2007） 、 池 振 合 和 杨 宜 勇

（2012）等认为绝对贫困忽视了贫困的社会性，还应考虑其遭受的相对排斥和相对剥夺，因此提

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根据这一理念，衡量贫困不能脱离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时段的具体情

形。所谓贫困者，意味着他们首先在物质和社会生活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

（顾昕，2011）。叶普万（2006）认为，居民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

展现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因此绝对论中的“最低需求”忽视或低估了某些社会需

求，尤其是苏北等相对发达地区底层人口的相对需求。

中国目前通过划定国家贫困标准确定精准识别帮扶对象的贫困识别方式仍主要以绝对贫

困线为主，即2 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在“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将人均年收入4
000元作为判定低收入农户的标准；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提高标准，选择了6%作为相对贫

困线，规划将江苏省全省6%左右的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脱贫的帮扶对象，而根据6%的相对贫

困线约合人均收入6 000元。因此，本文选择4 000元、6 000元和8 000元三条贫困线进行脆弱性水

平测度，分别反映相对贫困地区农户在已有标准、现行标准和前瞻性标准三种水平下的农户贫

困脆弱性差异。

3.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倾向得分匹配一般用于利用观测数据估

计某一政策或者干预的效果，其优于普通回归的一点是PSM第一步先用一系列协变量估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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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发生概率，通过拟自然实验技术处理干预因素的影响贡献和确定控制组的反事实结果，较

好地解决了截面数据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实践中，参与务工的确可能会对贫困脆弱性产

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否参与务工可能并非随机选择，而是农户基于自身特征和家庭特征做出的

选择。同理，务工样本中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也可能存在相似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样本分为

处理组与控制组（分别为“有务工组”和“无务工组”、“外出务工组”和“本地务工组”），将其进行

匹配，理论上匹配后样本的其他禀赋特征一致，可以估计得到干净的“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平

均处理效应”和“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假设样本i的处理变量ti发生的概率

由一系列协变量Xi决定，倾向得分可表达为：
P (Xi) = Pr {expi = 1| Xi} (10)

匹配后处理组家庭i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ATT = E (Y1|p = 1)−E (Y0|p = 1) (11)

其中，Y1代表处理组的被解释变量，即务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外出务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Y0代表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即无务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本地务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二）数据

1. 数 据 来 源 。 宿 迁 位 于 江 苏 省 北 部 ，2017年 年 末GDP总 量 为2 610.94亿 元 ， 约 占 江 苏 省

GDP总量的2.96%。江苏省《关于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的意见》中规划有6个扶贫重点片区，

其中成子湖周边地区、泗洪西南岗地区、涟沭泗结合部均位于宿迁市；821个省定薄弱村中宿迁

市共有180个，占比为21.9%；277万低收入人口中宿迁共有61.5万，占比为22.2%。宿迁具有鲜明

的相对贫困特征，在扶贫改革试验区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中率先实行了家门口就业工程等扶贫

举措，宿迁的选择具有代表性。

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宿迁所辖的宿豫区、泗阳县和沭阳县抽取了15个行政村作为调研样本，

贫困户样本均来自进入江苏省扶贫信息管理系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所选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样本的基础数据来自村两委提供的档案。课题组根据村委提供的名单随机抽取，共发放并收集

农户层面样本353份，样本基本遵循贫困户（含建档立卡的一般低收入户、低保户、五保户）与非

贫困户按1：1的比例进行抽样，样本回收率为100%。由于调研由经过训练的老师和研究生成员

进 行 提 问 和 填 写 ， 剔 除 问 卷 信 息 不 全 及 矛 盾 样 本 后 ， 有 效 问 卷 数 量 为342份 ， 样 本 有 效 率 达

96.88%。在有效样本中，191份为贫困户样本，151份为非贫困户样本。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对样本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测算，第二阶

段是样本贫困脆弱性与是否参与务工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对贫困脆弱

性的影响差异研究。在第一阶段中，方程lnyh=Xhβ+eh的因变量为收入的自然对数，自变量包括户

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拥有务工薪资收入的变量。在第二阶段的第

一步中，因变量为第一阶段的最终产出即农户贫困脆弱性大小，自变量为家庭成员是否务工，

控制变量为户主或农户其他相关变量；第二阶段第二步中，选取有务工的样本进行讨论，因变

量仍旧选择贫困脆弱性，自变量选择家庭中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相关变量

解释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Inc 农户家庭人均收入 农户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元） 342 11 163.92 10 518.17

Lni 人均收入对数 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342 8.935 0 0.942 8

VEP 预期贫困脆弱性 FGLS计算处理后的农户贫困脆弱性值 3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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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的统计数据显示，样本农户人均收入为11 163.92元，高于江苏省“十三五”规划期间

6 000元的相对贫困标准，但该地区收入差距明显。受教育程度方面，户主受教育水平均值仅为

1.450 3，略高于未受教育或小学水平，仅有7.02%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反映了相对贫

困地区现有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但在问卷“如果您的孩子不想上学，您会选择如何”选项中，有

62.6%的农户选择了让其继续求学，27.8%的农户选择了辍学或尊重孩子的意见，也有9.6%的农

户选择让其学习其他技术，表明相对贫困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虽不高但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

重要性。样本地区家庭平均土地面积为5.529 1亩，人均土地面积仅为1.2亩，其中包括种植条件

较差的盐碱地等。将务工定义为包含外出务工、本地务工以及参与扶贫公益岗位等一切能够获

得工资收入的就业活动，则样本群体务工的覆盖率水平为65.50%，意味着约有65.5%的农户家

庭中至少有一人参与务工，能够获得薪资收入，务工参与率较高，但同时该地区仍存在较高比

例的未被雇佣家庭，为研究是否参与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Chaudhuri等（2002）测算贫困脆弱性的方法估计样本地区的贫困脆弱性，然

后使用OLS和Probit估计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外出务工、本地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

响差异，最后考虑内生性影响情况下采用PSM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一）相对贫困地区脆弱性测度与分析

1. 相对贫困地区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在贫困脆弱性测度中，现有文献大多选择资产、收入

或消费作为衡量其脆弱性的指标，测算农户下期选定指标低于相应贫困线的概率，从而判断农

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选择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未来值预测。由于研究区

域为宿迁市，样本地区基础设施以及道路交通等在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规划初期已经完成“十

 

续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VEP1 预期是否脆弱 VEP≥50赋值为1，VEP﹤50赋值为0 342 — —

Age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342 58.695 9 12.397 7

Cadre 干部有无 亲属中有村镇及以上干部=1；无=0 342 0.140 3 0.347 9

Edu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或小学=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342 1.450 3 0.642 2

Edu1 户主受教育程度门槛效应 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于等于高中=1；小于高中=0 342 0.070 2 0.255 8

Gender 户主性别 户主为男性=1；户主为女性=2 342 1.061 4 0.240 4

Mar 户主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丧偶，离异=0 342 0.921 1 0.354 6

Scale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个） 342 4.617 0 1.925 9

Labor 劳动力占比 劳动力人口数量/家庭规模 342 0.475 2 0.274 7

Sch 学龄人数占比 学龄人数/家庭规模 342 0.201 4 0.191 8

Elder 老年人占比 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家庭规模 342 0.276 4 0.297 5

Pat 长期病患人数占比 长期病患人数/家庭规模 342 0.246 0 0.279 5

Land 原始土地面积 每户初始土地面积（亩） 342 5.529 1 5.130 8

Land1 流转后土地面积 经过土地流转后的每户家庭土地面积（亩） 342 4.810 1 5.820 8

Emp 是否务工 家庭是否有人员参与务工，有=1；无=0 342 0.655 0 0.476 1

Mig 是否外出务工 家庭外出（县外）务工人数≥1，则=1；否则=0 224 0.598 2 0.240 4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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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体”①
等项目建设，因此在区域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视角下农户家庭未

来贫困程度受一系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

在采用FGLS方法计算家庭未来收入预测值时，选择户主年龄、有无干部、户主受教育程

度、户主受教育程度门槛效应、户主性别、户主婚姻状况、流转后土地面积、长期病患人数占

比、劳动力占比、学龄人数占比、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是否参与务工、家庭规模作为解释变

量。其中有无干部与该地区扶贫工作是否具有精英捕获现象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受教

育程度门槛效应、长期病患人数占比、家庭规模作为人力资本的反映指标；在调研中发现，由

于户主性别和婚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的既有经济水平，因此将上述指标纳入自变量

范围；流转后土地面积反映农户种植养殖水平及意愿。

基 于 相 对 贫 困 地 区 农 户 家 庭 收 入 服 从

对数正态分布的假设，本文选择了4 000元、

6 000元两条贫困线，并考量了贫困线进一步

提高到8 000元的情况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大小。如表2所示，在6 000元贫困线下，样本贫困脆

弱性均值为0.453 3，不超过0.5的贫困脆弱线。贫困线每提高2 000元，农户贫困脆弱性约提高

10%，但4 000元至6 000元和6 000元至8 000元之间，贫困脆弱性各提高10.289 7%和7.528 1%，脆

弱性增长幅度减缓，表明相对贫困地区经济水平处于较高层次的农户收入稳定，脆弱性水平受

贫困线提高的影响较小。

而在不同贫困线下，贫困脆弱线取值不同则对应的脆弱农户数量也有较大变化。贫困线为

4 000元、6 000元及8 000元，贫困脆弱线取值为0.06、0.1、0.2、0.29、0.3、0.4、0.5、0.6、0.7、0.75、0.8、

0.9时，对应的脆弱农户数量如图1所示。

贫困线为4 000元、6 000元、8 000元，脆弱

性为0.06、0.29、0.5及0.75的情况下，脆弱人数

如表3所示。以6 000元现行贫困线及大多数学

者采用的0.5脆弱线为例，有149户农户贫困脆

弱性高于0.5，占总样本的43.57%，而原始样本

中贫困农户占总样本比例为55.85%。因此，从

未来贫困角度出发进行贫困防治不仅能够以防治替代治理，还能从一定程度上优化扶贫资源

配置。

表 2    不同贫困线下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

贫困线 4 000元 6 000元 8 000元

贫困脆弱性（%） 35.042 9 45.332 6 52.860 8

表 3    脆弱农户统计

PL=4 000 PL=6 000 PL=8 000

0.06 281 299 317

0.29 165 215 254

0.5 105 149 180

0.75 49 7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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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贫困线与不同脆弱性阈值选择下的脆弱性农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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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贫困与贫困脆弱性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考虑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可能存在的差异，本文分析了相对贫困地区非贫困农户和贫困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分布

特征。由图2和图3可见，非贫困农户脆弱性水平更多聚集在较低水平，随着脆弱性水平升高频

数逐渐下降；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则分布较为均匀，在高脆弱性和低脆弱性区域均有较

高频次分布。

但由于风险冲击等因素的存在，当期贫困并不等于未来贫困，未来贫困和当期贫困之间的

关系能够反映目前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贫困线为当期贫困线6 000元，脆弱线为0.5的情况下，将

贫困脆弱性高于0.5的农户脆弱性定义为1即脆弱农户，低于0.5的农户脆弱性定义为0即非脆弱

农户。表4描述了当期认定的贫困农户与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其中有220户当期贫困和

未来贫困状态一致，占比为64.33%。

在相关性检验中，贫困与贫困脆弱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06 2（ t=5.931 5），说明二者相关

程度较低，政策实施中应对二者做出区分。

（二）务工对相对贫困地区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1. 就业扶贫影响效应分析。对务工是否影响相对贫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实证分析

时，首先通过FGLS计算得出相对贫困地区样本的贫困脆弱性水平vh（贫困线为6 000元，且因变

量单位为%），再采用OLS分析与务工之间的关系。由于文中因变量单位为%，因此Y2定义为vh高

于（包含等于）贫困脆弱阈值线50的样本贫困脆弱性为1，低于50的样本定义为0，用Probit模型

再次进行估计，检验务工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稳定性。进一步地，将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样

本进行区分后再次检验，检验步骤与全样本估计步骤一致。使用Stata15.0对模型进行估计，结

果如表5所示。

对总体样本的OLS估计与Probit估计结果具有明显一致性，关键变量是否参与务工对贫困

脆弱性有负向影响，且其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具有显著性，即务工能够显著降低相对贫

困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

表 4    贫困与贫困脆弱性情况

类型 数量 说明

TRUE（220）
贫困且脆弱 109 当期处于贫困且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高

非贫非脆弱 111 当期不处于贫困且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低

FALSE（122）
贫困非脆弱 82 当期处于贫困但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低

脆弱非贫困 40 当期不处于贫困但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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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贫困户贫困脆弱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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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贫困户贫困脆弱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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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大多认为非农就业能够显著减缓贫困及贫困脆弱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其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务工这一非农就业子分类得出的，即务工确实能够显著

减少贫困脆弱性。相对于非农就业正向影响产生的实际意义，务工这一非农就业子分类的影响

效果能够对政策实施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意义。

在控制变量中，Cadre变量几乎在每个模型中均不具有显著性，说明相对贫困地区目前的

扶贫举措并不会通过干部流向关系型农户，宿迁扶贫实践中存在较小程度的由于干部偏私导

致的“精英俘获”等现象。受教育程度的门槛效应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稳定的显著影响，可能的

原因在于：一是受访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足以产生明显的影响；二是目前相对

贫困地区就业多为村庄附近的“三来一加”就业点和外出从事劳动密集型岗位，有限的去向决

定农户在就业过程中更加需要的是劳动能力而非知识水平，因此在就业市场发展并不充分的

前提下，贫困脆弱性并不会受到受教育程度门槛效应的显著影响。

对总样本中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进行分类，各获得191个和151个样本，分别进行与总样本相

同的OLS回归和Probit回归，对贫困户及非贫困户的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验

证其针对不同群体是否具有相同作用。

估计结果显示，6个模型中是否务工对减缓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也即务工能够显著减缓相对贫困地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贫困脆弱性。家庭中由无务工人员

到有务工人员（即变量Emp由0变成1），非贫困家庭预期贫困脆弱性平均减少26.28 %，贫困家庭

预期贫困脆弱性平均减少31.49%。当被解释变量为贫困户是否具有贫困脆弱性时，贫困人口家

庭中由无务工人员到有务工人员，贫困家庭能够实现由脆弱到非脆弱的显著转变。

综合上述分析，务工对相对贫困地区贫困和非贫困群体均具有减缓脆弱的作用，且其对贫

困农户效果更加具有经济上的显著意义。但结合调研实践，非贫困农户务工覆盖率达到78%，

而贫困户的务工覆盖率仅为55.7%，政策实施中应更加注重解决有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的农户的充分就业问题，而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户则需加强社会保障。

2. 外出务工与本地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差异。前文论证了务工对减缓贫困脆弱性的

显著作用，但就业扶贫框架构建在多措并举的同时，也受限于资金与人力，需要有侧重地进行

政策推行，因此探究本地和外出务工哪个更具高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扶贫在现阶段以及未

来一定时期内，将在加强组织保障、完善培训机制的基础上，发展以“家门口就业”为代表的本

地务工和劳务输出等外出务工形式（见图4）。

表 5    务工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Y1贫困脆

弱性水平

Y2贫困脆

弱性（0、1）
Y3贫困脆弱性

水平（贫困户）

Y4贫困脆弱性

（0、1）（贫困户）

Y5贫困脆弱性

水平（非贫困户）

Y6贫困脆弱性

（0、1）（非贫困户）

Emp –30.975 3***（–10.49） –1.372 2***（–7.21） –31.485 6***（–8.95） –1.426 5***（–6.10） –26.284 6***（–4.68） –1.113 2***（–3.19）

Edu –15.470 0***（–6.58） –0.597 0***（–3.35） –14.219 0***（–4.91） –0.466 7**（–2.17） –16.455 0***（–4.51） –0.998 9***（–2.83）

Edu1 19.130 3***（4.06） 0.378 6（0.92） 12.912 2**（2.34） 0.294 6（0.51） 23.310 1***（3.49） 0.988 2（1.50）

Scale 0.438 1（0.55） 0.058 9（1.22） 0.504 3（0.50） 0.031 1（0.43） 0.617 9（0.51） 0.142 7**（2.04）

Labor –29.123 6***（–6.25） –1.758 1***（–5.08） –22.224 5***（–3.70） –1.251 5***（–2.84） –32.617 0***（–4.66） –2.794 0***（–4.89）

Land1 –0.786 6***（–5.25） –0.058 3***（–3.00） –0.745 6**（–2.31） –0.042 9*（–1.76） –0.671 3***（–3.83） –0.076 9*（–1.78）

Cadre –4.866 1（–1.62） –0.175 9（–0.76） –11.798 4***（–2.80） –0.656 9*（–1.77） 1.943 6（0.47） 0.411 5（1.26）

_cons 102.728 2***（19.80） 2.374 8***（5.86） 102.000 6***（6.482 6） 2.304 4***（4.33） 94.607 4***（10.02） 2.377 1***（3.2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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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样本中共有224个农户家庭参与务工。其中，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参与本地务工的样本

数量为144户，占总样本的比例为42.11%，占务工家庭比例的62.29%；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外出务

工的样本数量为134户，占总样本的比例为39.18%，占务工家庭比例的59.82%。研究将Mig//Edu/
Edu1/Scale/Labor/Cadre作 为 影 响 贫 困 脆 弱 性 大 小 和 是 否 具 有 脆 弱 性 的 影 响 因 素 ， 利 用

Stata15.0对以上方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估计，分析外出务工与本地务工在贫困脆弱性减缓方面

的效果差异。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估计结果表明，务工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的样本家庭比只有本地务工的样本家庭贫困脆弱

性程度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减少8.70%。在人均年收入6 000元贫困标准下，农户参与外出务

工更有利于减缓贫困脆弱性。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可能的解释是当地外出务工去向多为长三

角城市如上海、苏州、无锡及常州等，劳动力流入区域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而文中未来福利的

考察标准仅为收入水平，并未考虑支出因素，也即仅从现阶段的收入衡量标准来看，外出务工

比本地务工在减缓贫困脆弱性方面更具有优越性。

（三）基于PSM的稳健性检验

样本中农户务工与否可能并非随机变量，而是来源于一系列变量影响后的自我选择，而这

些特征变量也会对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排除内生性干扰，检验参与务工对贫困脆

弱性的影响以及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对贫困脆弱性影响差异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本文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务工影响贫困脆弱性的PSM分析。本文在将数据进行随机排序后首先计算了处理组与

控制组的倾向得分，以Emp为因变量，Edu/Edu1/Scale/Labor/Cadre作为自变量构建Logit模型，并

利用PSTEST命令检查数据的平衡效果，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10%，且较匹配前

出现了大幅缩小。

根据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得分结果，我们采用有放回的一对一匹配和K近邻匹配（K=4）两种

方法进行参与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净影响效应分析，其中ATT、ATU和ATE的标准差和T值均

表 6    外出务工与贫困脆弱性关系估计

Y1（贫困脆弱性水平） Y2（是否具有贫困脆弱性0、1）

Mig –8.696 1***（–2.82） Mig –0.596 0***（–2.88）

Edu –14.235 7***（–5.04） Edu –0.628 8***（–2.72）

Edu1 15.319 2***（2.83） Edu1 –0.034 3（–0.06）

Scale –0.922 5（–0.80） Scale –0.034 4（–0.50）

Labor –31.316 7***（–4.64） Labor –2.472 4***（–4.70）

Land1 –0.666 1***（–3.87） Land1 –0.052 6*（–1.86）

Cadre –5.311 3（–1.32） Cadre –0.188 9（–0.61）

_cons 83.006 2***（9.61） _cons 2.177 9***（3.7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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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就业扶贫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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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助标准误的方法得到。在具体估计中，未处理组共有17个样本、处理组共有3个样本未在

共同取值范围内，其余322个样本在共同取值范围内。一对一匹配和K近邻匹配结果如表7所

示，在考虑了内生性的情况下，参与务工也能够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其平均处理效应在采用

一对一匹配和K近邻匹配的方法时分别为–32.209 9和–35.061 9。

2. 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PSM分析。与务工影响贫困脆弱性的PSM分析

类似，在分析外出务工和本地就业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时，样本农户选择外出务工

可能并非是随机的，需要将参与务工的224个样本进行匹配，分析Mig变量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

净效应。即将Mig作为处理变量，Edu/Edu1/Scale/Labor/Cadre作为协变量进行匹配，在考虑较好

地平衡了数据的情况下计算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处理效应。

我们仍然采用有放回的一对一匹配和K近邻匹配（K=4）两种方法进行外出务工对贫困

脆弱性的净影响效应分析，其中ATT、ATU和ATE的标准差和T值也均是通过自助标准误的

方法得到。此次估计中，在全部共224个样本中有1个为处理组样本和8个处理组样本不在共同

取值范围内。一对一匹配和K近邻匹配结果如表8所示，在考虑了内生性的情况下，外出务工也

更能够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其平均处理效应在采用一对一匹配和K近邻匹配的方法时分别

为–14.060 8和–10.558 8。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得出四点研究结论：（1）对不同取值组合下相对贫困地区贫困脆弱研究表明，整体经

济水平发展虽能通过区域GDP增长带动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增长，但其脆弱性并未得到根

本减缓，仍易受到风险冲击的影响。以当期贫困线（样本地区）6 000元为例，样本地区贫困脆弱

性为0.453 3，仍有较大概率陷入贫困；在贫困线为6 000元，脆弱线为0.5的情况下，共有149个农

户（占总样本43.57%）未来极易陷入贫困，但这一数据低于55.85%的样本贫困发生率。（2）当期

表 7    参与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PSM估计

VEP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分 标准差 T值
Unmatched 32.573 5 68.772 6 –36.199 1 2.884 0 –12.55

一对一匹配

ATT 32.226 5 64.436 4 –32.209 9 5.422 1 –5.94
ATU 67.240 7 35.647 6 –31.593 1 5.107 5 –6.19

ATE –32.016 4 4.225 9 –7.58

K近邻匹配

ATT 32.226 5 67.288 5 –35.061 9 4.793 4 –7.32
ATU 67.240 7 38.203 5 –29.037 1 4.731 9 –6.17

ATE –33.172 2 4.011 6 –8.28

表 8    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PSM估计

VEP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分 标准差 T值
Unmatched 27.919 3 39.503 2 –11.583 8 3.377 1 –3.43

一对一匹配

ATT 29.144 3 43.205 1 –14.060 8 4.643 5 –3.03
ATU 39.225 1 32.127 0 –7.098 1 5.299 2 –1.34

ATE –11.178 5 4.014 2 –2.78

K近邻匹配

ATT 29.144 3 39.703 1 –10.558 8 3.929 6 –2.72
ATU 39.225 1 28.976 2 –10.248 9 4.228 9 –2.40

ATE –10.430 5 3.527 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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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未来贫困之间相互独立，扶贫战略目标要关注未来贫困群体，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贫困线为6 000元、脆弱线为0.5的情况下，342个样本中共有220个样本的未来贫困与当期贫

困具有一致性。非一致的122个样本中有67.2%的样本是当期贫困但非脆弱的，32.8%的样本是

当期非贫困但脆弱的，政策实施中将二者进行资源重新整合配置，能够更好地提高贫困治理效

率，达到贫困防治的目的。（3）参与就业扶贫能够显著减缓相对贫困地区的贫困脆弱性，即使

考虑了内生性的影响也是如此。对比OLS、Probit以及PSM估计，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其中参与

务工与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负相关，对减缓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影响；且务工对贫困户与非贫

困户的贫困脆弱性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但贫困户家庭中就业覆盖率更低，这与非贫困户家庭

成员更能实现县外务工有关。因此，政策实施需要进行针对性改进，促进家门口就业，实现就

业多样化。（4）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对贫困脆弱性影响差异的估计表明，以现阶段收入衡量外

出务工比本地务工在减缓贫困脆弱性方面更具有优越性。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一是扶贫政策靶向目标选择需要进一步修正。随着2020年

后扶贫时代的到来，由于相对贫困的特殊性和广泛性，贫困防治比贫困治理更加具有现实意

义，全国范围内的贫困防治将更加必要。二是参与务工能够显著减缓相对贫困地区农户贫困脆

弱性，但由于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欠发达性，农户的充分就业难以实现，因此落实就业扶贫

等措施，扩大就业扶贫覆盖率，对促进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看，务

工也将成为全国范围内解决脱贫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实现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三是从收

入维度考虑，促进外出务工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农户持久脱贫，但政策制定中也要权衡现行标准

下的脱贫效率与外出务工导致的“三留守”、乡村振兴人才缺失以及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等问题。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文选择的主要贫困线为6 000元，是江苏省“十三五”规

划中针对江苏发展特征制定的相对贫困线，因此在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横向对比时不一定

具有可比性，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完善研究对象的细化工作，提高研究结论的横向及纵向可比

性。其次，本文对未来福利的度量仅从收入维度进行，从发展的角度看，消费、资产以及权利等

因素也将是福利度量的重要维度，因此构建更加科学的贫困标准也是本文后续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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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Anti-poverty through Employment
Pro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Xie Yumei, Ding Fengxia
(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

Summary:  The  poverty  prevention  in  relatively  poor  areas  attaches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amework in the post-2020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in China. As a key index of poverty prevention，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ddresses

the future welfare of rural population. This paper takes Suqian，a state-level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pilot area，as a sampl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in

relatively poor areas and the impact of the anti-poverty project through employment promotion

on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Our study aims to achieve four basic goals：firstly，we

measure th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relatively poor areas; secondly，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t poverty and current vulnerability （future poverty），and judge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the current poverty identification target；thirdly，we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ng in work and alleviating th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and analyze the reasonable

direction of policy adjustment by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work on poor households

and non-poor households；fourthly，we further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  of  two

employment flows，i.e. local workers and migrant workers，on th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and

giv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practice.

　　The study through the Chaudhuri prediction method shows that under the three poverty

lines of 4 000 yuan，6 000 yuan，and 8 000 yuan，the proportion of vulnerable households in the

total sample is 30.70%，43.57% and 52.63%，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vulnerable households

is lower than the current sample poverty incidence which is 55.85% under the poverty line of

6 000 yuan，and the current poverty is independent of current vulnerability. Participation in

employ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total sample. The separate tests for

poor and non-poor households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migrant work i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local employment in reducing

th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Regarding the possible endogenous effects on research results，this

paper  u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to  test  the  results，and  the  conclusions  are

consist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the poverty polic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vision of the targe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focus more on

future poor farmers；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industrial supporting policies to

promote employment-driven poverty alleviation，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in

rural areas，and thus achieve 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ility;  although migrant workers can

alleviate future poverty，in practice we should also weigh the expenditure-type poverty caused by

migrant work，the problem of “three-stays” and the transfer of the rural poor to cities.
Key words: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ti-poverty through employment promotion; poverty

prevention; relativ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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